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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的滋生及蔓延，直接体现着国

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本研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视角出发，立足当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反腐

形势，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腐败成因：一是企业发展前期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面临的结构性资源

困境；二是企业内部反腐制度供给不足；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监管缺位。 互联网企业腐败呈现出寻

租手段的隐蔽化、寻租空间的多元化以及寻租成本的虚拟化等特点。本研究提出我国互联网企业

腐败治理首先应优化顶层设计， 尽快将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纳入国家战略； 其次要培育社会力

量，形成多元共治的互联网企业反腐格局；再次要引导企业自治，压实互联网企业反腐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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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5
年以来，在“互联网+”驱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 得益于国家促

进“双创”建设、推进直接融资等政策利好的创业大环境，互联网创新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批新兴互联网企业正从我国众多民营企业中异军突起。 2019 年恒大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 2019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地区共有独角兽 161 家、

总估值 7 134.9 亿美元，分布在 15 个城市 14 个行业。其中互联网相关行业占据了半壁江山。除了依

靠平台建立的大量用户基础和资本关系、选择正确赛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成

为这些互联网独角兽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兴互联网企业商业版图的迅速

扩张，腐败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企业发展的顽疾，主要表现为企业寻租空间的扩大和腐败土壤的滋

生。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企业的腐败问题并非新近才产生，而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只是被企业初

创时期飞速发展的业绩所掩盖，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企业的扩张势头减弱下来，进入到平稳发

展的新常态，原来被掩盖着的腐败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并日益凸显。 近年来，关于腾讯、阿里巴巴、百

度、 京东等国内互联网巨头多次公开曝光企业内部腐败事件或外部腐败涉事人员的公开报道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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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鲜。 频频曝光的互联网企业反腐动态不仅引起了舆论热议，也受到了官方媒体和学术机构等的广

泛关注，例如 2016 年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民企加入反腐阵营值得赞赏》［2］，2017 年刊登了我国某

电商总裁讲述企业反腐的心路历程《正风反腐，让正气回归》［3］。 201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

中心发布的第八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中，企业报告栏目以民营企业京东集团反腐败实践为例，分析

了中国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机制和特点［4］。 互联网企业反腐正逐渐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新兴力量。

一、中国互联网企业腐败问题的产生

在我国，民营企业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为了争夺市场而进行的国内国际商业贿赂，以及民营企

业内部的采购舞弊行为［5］。 互联网企业存在与传统行业相似的腐败样态，包括以职务侵占和商业贿赂

为主要形式的权力寻租，但由于其公司内部独有的职位设置和盈利模式，使得互联网企业衍生出一

些新型的腐败寻租形式，如商家刷单、篡改搜索排名、与外部人员勾结收费删帖、泄露个人信息等等。

这些新型腐败形式与传统行业的腐败行为相比，呈现出寻租手段的隐蔽化、寻租空间的多元化以及寻

租成本的虚拟化等符合互联网企业自身盈利模式的腐败特点。 目前，我国互联网企业的诸多盈利模式

主要是依托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流量实现的， 即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是以免费获取用户流量作为运

营的前提，盈利多寡完全取决于用户流量的规模。 流量是国内互联网企业非实体化的重要虚拟资产，

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维系其生存的命脉，更成为其中的互联网巨头行业领导力的支撑。 在腐败滋生这

一表象之下，其实质是权力寻租。 而权力寻租的根源，在于行使权力的人拥有富余的筛选标准［6］，或者

说他可以操纵筛选标准，这就导致掌握流量的关键岗位或职员易做出腐败失范行为。 例如网上曝光的

国内某电商企业的腐败案例中， 电商企业的团购平台所掌握的巨大流量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入驻商家

的销售额。 当越来越多的商家排起长队想要进入平台，将从电商平台获得更多的客户流量视为提升销

售额的有效手段，流量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这种稀缺性使得掌握电商平台流量分配权的工作人员手

中拥有了“富余的筛选标准”，腐败的寻租空间随之产生。 由此可见，尽管这些工作人员并非来自有机

会染指企业“钱袋子”的财务部门，却手握“富余的筛选标准”这个比“钱袋子”更“管用”的“流量袋子”。

有业内人士称“当你手上全是市场资源的时候，你没有有效的市场手段去规范这些资源，里面有太多

人为的因素，一定会产生这些（腐败）东西”①。 具体到互联网企业，如何分配流量以及使流量变现则成

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太多的人为因素”让商家准入规则变成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腐败温床，流量寻租

几乎成为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的隐性“福利”。 对政府、市场、企业等相关监管主体来说，流量及其产生

的各种利益的处置和分配规范存在制度性空白，使得这种极具隐蔽性的腐败样态难以得到有效监管，

久而久之，当其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为人们所普遍习惯和接受，必将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中国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研究背景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①凤凰网：谢灵宁，郑浩榕，许悦.马云反腐，［EB/OL］.（2012-04-16）.2012 年 04 月 16 日，http://tech.ifeng.com/maga-

zine/local/detail_2012_04/16/13918424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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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7］。 腐败高发领域的梯次转移与改革开放的领域拓展、经

济建设布局的变化紧密相连，迫切需要全面而系统地提高国家治理水平［8］。 国内学界对反腐败问题

的已有研究，大都聚焦于对国家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失范行为进行描述和分析，少数针对企业

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又往往侧重于国有企业的反腐败治理，从经济理性视角分析企业腐败行为对政

府官员以及企业发展的影响，对互联网企业等民营企业涉及甚少。本研究聚焦于民营企业中的互联

网企业，试图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更广阔的视角研判当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反腐整体形势，从追本

溯源中寻求解决之道。 国家治理和企业发展息息相关，在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企业

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亿万民众的生计，更与国家经济、科技战略息息相关。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治理市场、企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配套机制，必须综合运用社会

力量，形成协同联动的反腐机制，最终构建起多元共治的反腐新格局。因此，治理互联网企业的腐败

乱象，净化市场，警惕劣币驱逐良币，形成良性有序的经济秩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 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经济时代最具活力的先进生产力代表， 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

任，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实施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是提升

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塑造者［9］。 营造廉洁自律的企业发展空间不仅事关企业自身的前途，更关系

着国家经济新动能的培育与经济社会提档升级。 互联网企业的腐败问题何以产生，有何特点，如何

管控，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国内互联网企业腐败

的成因及其演变，探究互联网企业反腐败的治理对策。

二、中国互联网企业腐败成因及演变

从互联网商用普及的成熟阶段算起，只有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是一个典型的新生事物。 在

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之际，大量互联网公司利用法律滞后、监管宽松的空窗期，大肆扩张商业版

图，尽情收割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红利。 不论是在掀起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美国，还是在互联网经济

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大量互联网公司都异军突起，并从中获利。 许多互联网公司通过捆绑流氓软

件、控制肉鸡等非法途径窃取用户流量和信息；一些电商网站靠假货和逃税爆发式增长；个别搜

索引擎公司靠未经严格审查的竞价排名获取收益； 一些打着社交旗号的违规网站靠情色内容和

贩卖隐私牟取暴利。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许多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顺应时代变革的

要求，积极探索转型升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如今，互联网也早已不再是缺乏监

管的法外之地，而是被纳入了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轨道。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针对互联网

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等隐性腐败问题，还需研判企业长期以来的运作模式，找准病灶，科

学施策。

（一）创业初期积弊：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结构性资源困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历史新阶段 ［10］。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已经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仍存在不平衡的问

题，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不均等的政策、资金、法律制度等方面。党的十五大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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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民营企业的地位也由“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

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中，政府作为资源配置者，长期以来利用“有形之手”将大部分关键性资源配

置给了国有企业，使得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时时处处面临基于所有制姓“公”姓“私”的政策歧视，

陷于法律、制度、资金等资源不均等的困境中，受制于严重的政策壁垒和资源匮乏。在这种不利的大

环境下，民营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取发展空间，常常被迫采用“花钱买准入”的方式

以争得有限的资源。 互联网企业在其初创阶段，充分利用政府监管供给不充分、相关法律法规出台

滞后等漏洞，甚至披着“创新”的外衣任性突破市场规则和道德底线，以实现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导

致其长期游走于政策法规的“灰色地带”，最终陷入腐败泥潭。

初创公司因风投的介入和前期发展战略的影响，“烧钱大战”势所难免。 在这一过程中，因资金

链所涉数额巨大且资金周转过程烦琐，一旦某个细小环节出现疏漏，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产生

舞弊行为。例如国内某知名网络视频平台游戏板块的运营负责人，就是利用职位之便以及内部监管

上的漏洞，大肆侵占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初创公司创始人因念及创业时

期曾同老部下结下“战斗友谊”的情面，或是忌惮老部下可能会在受到惩戒后带着大量关键的商业

机密反水跳槽，使企业蒙受更大的损失，因而不得不在权衡利弊之后，对后者假公济私的不当得利

行为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使得后期事态变得更为棘手，以致最后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即使排除

了私人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互联网企业所固有的商业发展模式必然会引发的流量争夺战也使其无

法独善其身。 如前所述，流量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维系企业生存的命脉，尤其是互联网经济蓬勃发

展的今天，移动互联网用户已成为网络流量的主体，功能各异、花样繁多的手机客户端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开发这些手机客户端的互联网企业前期为了拿到融资，或是拿到融资后为了抢占市场和用

户，不惜大把烧钱补贴用户，例如国内知名的网约车平台 DD、线上订餐平台 MT 等，都是靠补贴用

户来占领市场，这种商业发展模式很容易为腐败的滋生提供土壤。 而在这些互联网企业身后，几乎

都有 BATJ（国内四大互联网巨头的合称，即 BD、AL、TX 和 JD）的资本支持。 BATJ 通过自孵化、战略

投资等方式影响带动这些互联网企业，不断完善以自身为核心的互联网生态布局。 对 BATJ 资本的

强烈依赖，使得这些互联网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一旦财务状况出现恶化的情况，随时都会面临为其输

血注资的 BATJ 大股东撤资的巨大风险。 因此，对这些互联网企业来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

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二）内部制度废弛：企业内部反腐制度供给不足

互联网企业对市场和流量的高度依赖性，造成了互联网生态体系内部成员之间缺少分工协作，

彼此间争斗不休的混乱局面，这种失序的零和博弈甚至催生出腐败的产业链条，不仅损害了投资者

的利益，还反噬了自身通过改良技术、改善管理等正当途径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 然而，面对腐败

问题引发的管理危机，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应对措施乏善可陈。 例如，国内互联网巨头 AL、BD、JD
等，在治理企业内部腐败时，采取的是辞退高管及相关涉案人员的“运动式”反腐举措，在企业内

部产生巨大震荡，短时期内确实能震慑住潜在的腐败企图，但由于企业内部反腐制度缺乏科学合

理的可行性设计，无法形成长效的防控机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只能在腐败事件发生后被

动采取应对措施。 AL 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曾经这样评价企业内部的腐败行为：“不是说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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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凤凰网：谢灵宁，郑浩榕，许悦.马云反腐，［EB/OL］.（2012-04-16）.http://tech.ifeng.com/magazine/local/detail_2012_04/

16/13918424_2.shtml.

②新民网：内部员工制假证“移花接木”25 家“幽灵店铺”是这样在订餐平台上线的，［EB/OL］.（2017-04-10）.

http://shanghai.xinmin.cn/xmsq/2017/04/10/30946091.html.

有多坏， 现在的情况是有一大袋子钱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 但却不能容忍这一

点。 ”①互联网企业有其独特的盈利模式，网络平台的用户黏性和活跃度直接决定着其流量规模和

业内的话语权。 而某些掌握巨大流量的网络平台，由于深受商家的青睐，其管理人员自然就很容

易和入驻商家发生不正当的利益往来。 平台管理人员往哪个商家身上倾斜，哪个商家得到的好处

也就越多，这样就极易形成寻租空间。 面对这种隐蔽性极强的新型腐败，国内大多数互联网企业

内部的监管制度设计都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先进完善的反腐机制，这样显

然不利于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 反而助长了其徇私舞弊的嚣张气焰。 无论是 AL 公司以在

JHS 团队管理上存在重大失职行为为由，免去阎某 JHS 总经理的职务，还是 BD 公司以在收购案

中收取巨额回扣，违反公司职业道德规定为由迫使副总裁李某引咎辞职，抑或是 TX 公司某普通

职员违规为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用户解封 QQ 号码，并且收取数十万元好处费而遭到解雇，都属于

事发前缺乏必要的预防研判机制，事发后以罚代管以图补救的典型案例。 正是这种在发展过程中

重效率而轻管理、充满功利色彩的实用主义经营理念，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对于已经发展

到利益分配阶段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如果成体系的反腐败制度规范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用严

格的制度去遏制人性的贪欲，则势必将导致员工下属舍弃戒惧之心，怀着一丝侥幸监守自盗，中

饱私囊，直至东窗事发。 而这样的事件，还会一再重演，发展到最后，也许就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

一根稻草，足以令国内互联网企业决策者警醒。

（三）监督体系缺失：国家和社会的监管缺位

传统民营企业大都在工商、税务、电力、消防等多个国家部门形成的监管体系下经营与发展，其

中我国对民营企业腐败的治理主要体现在《经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

其修正案等立法规制的形式［5］。 我国的经济法规主要有 1993 年出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 1996
年出台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1997 年修订的《刑法》已经将公司、企业人员侵占、行

受贿行为纳入制裁范畴，2017 年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刑法》确定罪

名的补充规定，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代替“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可以说，国家法律条文在

提法上愈加精确，法律的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从中可以反映出国家对整治民营企业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重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各类主体的身份也逐渐变得

复杂多元，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 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商家，在利

益的驱动下能够轻易地绕过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制造大量寻租空间。 以被媒体曝光过的国内互联

网订餐平台 E 公司为例，曾被媒体曝光过入驻该公司平台的食品供应商不符合认证条件，而该公司

则涉嫌引导入驻商家虚构地址、上传虚假实体照片，甚至默许无照经营的黑作坊入驻，严重侵害消费

者的健康安全权益。 究其根源，不外乎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贪腐之风盛行。 《新民晚报》发表时就曾报

道过一起涉及 E 公司经理参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E 公司区域审核经理胡某利用手中的

审核职权，伙同他人伪造国家证件，虚构 25 家“幽灵店铺”，短短几个月间便非法获利数万元②。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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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有监管体系的滞后外，社会公众对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监督的参与度极低。 究其原因，民众

对互联网企业的认知大都局限在产品端和配送端， 而对互联网企业产品的生产流程以及线上线下

的运作机制并不了解。 当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权益受到侵害，投诉互联网平台的入驻商家时，又由于自

身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受理投诉的互联网平台因而得以避重就轻，用微小的代价便换取消

费者的让步。这样的投诉丝毫不会触及互联网平台非法获利的黑色产业链，对互联网平台腐败行为产

生的约束力更是微乎其微。 不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在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颁布

实施，互联网平台的各类交易活动有了专门性立法的引导和规范，这为营造互联网良性商业生态系

统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互联网企业治理腐败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和有力抓手。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

计”，“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

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11］。 这表明中央已把反腐倡廉融入国家治理

体系当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顶层设计。治理的内核是多元力量的协

同共治，通过各项改革措施使得社会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

互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于互联网企业这一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量来说，其腐败问

题当然不再仅仅是自负盈亏的内部运营问题， 而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重大隐

患。针对国内互联网企业腐败案频发的现状，单靠企业内部的“类运动式”反腐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

局面的，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社会舆论引导大众广泛参与监督和企业自身的科学管理

与制度供给等多个方面综合施策，齐抓共管，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互联网企业腐败蔓延的势头，推动

互联网经济平稳健康有序运行，让“互联网+”和“双创”建设真正惠及全民。

（一）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将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纳入国家战略

腐败现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改革领域的拓展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变化，当

改革深入某一领域，而该领域改革不到位、监管没跟上时，该领域往往成为腐败高发领域，这已经成

为规律［8］。 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正处于腐败高发阶段，虽然一些富有远见的互联网企业决策者已经

意识到腐败的巨大危害，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内部反腐行动，但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就在于互联网

企业腐败成因多元复杂，不仅仅是其内部管理问题，还涉及整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法律政策供给、国

家监管体系等一系列宏观治理问题。 现实表明，我国从体制、资源层面对民营企业腐败治理的支持

与保障力度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法律资源还是反腐格局，都没有对民营企业腐败治理予以正式的、

充足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5］。 具体来讲，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反腐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

刑法上“公私有别”。 同样是利用职务侵占企业财物，如果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国有企业，处理相对容

易，犯罪主体就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等罪行。 如果同样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就只能以职

务侵占定罪。同样的行为，不同的定罪，使得量刑大相径庭，这就大大降低了民营企业腐败行为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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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成本。 二是立案难。 当民营企业财产受到侵占时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可以快速立案和侦察，查证

过程中阻碍颇多，银行、法院、公安等机构介入案件的条件有时互为前提和结果，多方踢皮球①。

我国在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业态以及提出“互联网+”的创新驱动战略之后，互联网企业的腐败

问题就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 因为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涉及用户的衣、食、

住、行、通讯、办公等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获得感，所以互联网企业的腐败治理实质上

是一项民生工程。 目前，在我国当某种“腐败”行为既涉嫌违反内部管理制度，又涉嫌违反国家法律

时，那么判定这些行为属于何种性质主要还是依据《刑法》，虽然我国《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已经列出了对企业涉腐行为的制裁措施，但尚

未形成体系，亟须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当中，对互联网等民营企业腐败治理进行充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构建更为宽泛的国家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开辟反腐败斗争“新战场”②。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互联网等民营企业反腐治理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淡化所有制形式，完善以《刑法》《经济法》为主体的现行法律，加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等以官商勾结为主要特征的不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打破互联网企业出现腐败问题时以诉诸

《刑法》为主的窘迫局面，加强政策供给，将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提升到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顶层

设计的突出位置，这样才能为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提供国家战略层面的最根本的保障。

（二）培育社会力量，形成多元共治的互联网企业反腐格局

我国民营企业腐败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的法务、合规等部门和国家公安

机关，治理成本高，效果也不显著，难以作为成熟的经验大范围推广。 降低治理成本的现实路径，

在于培育社会力量，形成多元共治的互联网企业反腐格局，这就需要国家、社会、行业、媒体和民

众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力量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

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行业联盟等社会组织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可以协调同一行业内部各

企业间的关系，规范、维护行业秩序，从而有效遏制腐败行为。 目前，我国互联网企业反腐的行业

联盟寥寥可数，行业内部企业间大都是分散的利益主体，以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主

体间保持着利益互动、竞争和契约信用等社会关系。 企业在市场竞争及追求业绩的背景下，其企

业行为常常表现出盲目性和短视性，企业主体的行为自律也成了问题，贪腐行为随之产生，进而

影响市场经济秩序， 甚至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互联网企业在反腐行动中往往没有统一的行动程

式，很难形成合力以有效遏制腐败。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在行业自律方面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例如早在 2017 年 2 月，14 家互联

网企业就已经自发组建了行业反腐非实体机构———阳光诚信联盟，该联盟以诚信为宗旨，在成员间

建立联盟监督、评估机制，联盟成员可共享反腐信息，一致拒绝录用失信人员，共同打造阳光诚信的

商业环境，为形成企业间合力反腐的格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联盟初步扭转了行业内腐败蔓延

的势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互联网行业内部的类似联盟的组建时间都还不长，对整个行业

的反腐败治理影响力也有限，缺乏科学系统的反腐败行动纲领的指导，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对企业腐

①人民网： 黄建平代表： 民营企业反腐必须加大力度，［EB/OL］.（2016-03-15）.http://dg.people.com.cn/n1/2016/

0315/c102744-28199267.html.

②民生网：将民企腐败预防纳入监察，［EB/OL］.（2018-05-10）.http://www.msweekly.com/show.html?id=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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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行为的有效制约。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统合行业内部的各种反腐力量，增强行业联盟在业内的权

威性和代表性，在行业自治的框架下引导互联网企业通过推行行业规范、制定反腐与合规条例，落

实联盟合作成果，同时与行业外民间组织的力量协同配合，确保对已核实的涉腐涉贪单位和人员的

处理结果公正、公开、透明，使行业规范成为国家法律法规的合理补充，在反腐行动中发挥建设性作

用。此外，还应该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监督作用，让社会公众自觉投入到互联网反腐行动中来。作为

互联网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 他们以庞大的规模为前者提供了赖以维系其生存的最重要的

资源———流量， 却因自身碎片化的组织结构， 一旦其健康安全权益遭受互联网企业腐败行为的侵

害，往往会处于弱势一方，不得不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解决方案；社会公众参与到多元共治的互联网

反腐行动中来，可以大大降低互联网企业反腐败的治理成本，也能从根本上扭转“维权难”等不利局

面。 要想最终形成这种由社会各种力量参与的多元共治的互联网企业反腐败格局，国家、社会、行

业、媒体和民众需要在反腐败这一总的原则上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

关系和监督体系。

（三）引导企业自治，压实互联网企业反腐主体责任

互联网企业的轻资产性、虚拟性使得其有别于许多传统行业，但其内部管理的重要性和自身

反腐败形势的紧迫性却与传统行业并无二致。 如何压实互联网企业反腐败治理的主体责任是目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一些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JD 集团通过内控合规部来治

理集团内部的腐败；TX 公司有专门的反舞弊团队和六条触不得的“高压线”，其中反舞弊团队负

责整治内部腐败，其主要职责是受理有关舞弊问题的投诉，并进行相关调查取证。 AL 公司内部专

门设立了廉政部，专职反腐，并采用廉政部和合规部协同运作的机制联合负责调查内部腐败。 BD
公司则成立了职业道德委员会，负责审核查处腐败行为。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建立独

立的内部反腐败部门。 但是，目前我国互联网企业的这些法务、合规等反腐败相关部门的履职范

围尚处于主要关注合同规范的层面，对刑事责任风险鲜有应对，其日常职能还停留在通报批评、

免职，或者移送司法机关等事后处理的反腐败形式，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反腐败惩治与预防体系，

带有明显的滞后性。 除了上述几家国内互联网领军企业外，更多的中小互联网企业甚至连基本的

内控机制都不健全，公司管理层对治理内部腐败既不够重视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

相比之下，国外企业对“贿赂”等腐败行为的预警机制建设更加重视，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 例如，1977 年美国出台的《反海外贿赂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要求每

一位美国公民及公司（包括其海外子公司）、身处美国境内的个人及公司、在美上市公司，都必须

遵守这一法律。 在美开展商业活动的美资公司通常也会把《反海外贿赂法》的主要条款直接写进

业务合同。①2010 年英国也制定了《反贿赂法》，该法律规定跨国公司除自身必须履行“反对商业贿

赂”的义务外，还要求必须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防范代表公司的第三方实施贿赂行为，如第三方

因公司未采取预防措施而发生商业贿赂行为，公司将为第三方的腐败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罪名为

“预防行贿失职罪”。 ②我国也应加快类似《反海外贿赂法》一类的专门法律的制定出台进程，积极

引导互联网企业加快建立健全内控反腐机制。

①②第一财经周刊：反腐消息刷屏背后我们提了五个问题来研究互联网公司腐败治理，［EB/OL］.（2018-12-05）.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4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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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互联网企业还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建设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办〔2012〕11 号）文件要求，非公

企业党建应着眼于发挥政治核心、政治引领作用，履行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凝聚职工

群众、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建设先进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加强自身建设六方面职责，充分

发挥纪检组织在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中的职能作用①。 然而，由于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还

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纪检组织没有同步设立、缺乏必要抓手等不利因素，客观上制约了民营企业

党组织的预防腐败作用②。总而言之，我国目前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反腐败治理还方兴未艾，存在较高

的腐败风险。

我国互联网企业首先须以制度和技术为抓手，既要突破制度供给不足的瓶颈，又要追求制度建

设的科学性，对可能存在的技术性漏洞加强排查修补力度，对极易产生权力寻租空间的高风险岗位

密切留意，对某些极具隐蔽性的腐败新样态“对症下药”，形成完善的反腐机制。其次，还应加快互联

网等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 针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已经建立党组织的应积极建立党的纪检组

织，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应加快建立党组织。针对中小规模企业，则应在区域联建、行业联建、挂靠组

建的党组织中建立纪委监委。明确纪委监委在互联网等民营企业预防腐败中的工作职能、目标任务

和经费保障，探索新方法、新措施和新制度，逐步构建互联网等民营企业预防腐败组织网络③。另外，

互联网企业还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的科技优势，开发专门的网络终端，采取有效的监控手段，构筑起

一道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的“防火墙”，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能“反哺”整个国

家的反腐败事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案例和先进成熟的技术手段，最终达成企业社会责任的自

我实现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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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net Enterprises' Corruption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Yu Qi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ng 100732)

Abstract：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was established as the

general goal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Whether corruption can be effectively curbed or not directly reflects the
perfec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ti-corruption in domestic Internet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in Chinese Internet enterprises: first, the structural resource
dilemma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eco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anti-corruption system within enterprises; thir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The corruption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alment of rent-seeking means, diversification of rent-seeking space and
virtualization of rent-seeking cost.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China's Internet enterprises should first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orruption govern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incorporate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corruption governance in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secondly, we should cultivate social forces
to form a multi-governance pattern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anti-corruption; thirdly, we should guide

enterprise autonomy and compac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anti-corruption.

Key Word： state governance；corruption governance；Interne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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